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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
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程　虹　高诗雅

摘　要：作为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成功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新中国７０年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自然试验场景。通过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本文发现：尽管市场经

济的“制度红利”、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红利”均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但二者难以单独发挥作

用。只有当“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时，才能引致经济发展质量的持续提高。综合运用中国与世

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长时段跨国数据，本文以ＧＤＰ、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速变化作为

衡量指标，就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动力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实证分析表明：

新中国７０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低位震荡逐渐转向平衡增长，资源配置效率、经

济结构逐渐趋于优化，开放效应与学习效应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日益凸显。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需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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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世界经济史中，新中国７０年的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自然实验场景。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年之间，中国经济的人均ＧＤＰ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１３２美元增长至１９７８年的３７１美元，近

３０年时间增长仅１．８倍，年均增速３．６％，显著低于世界同期４．８％的年均增速；１９７８以来，中国经济的

人均ＧＤＰ则从期初的３７１美元快速提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９６３３美元，４０年时间增长２６倍，年均增速高达

８．５％，较世界同期２．９％的增长率水平高出５．６个百分点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７０年间，中国经济为

何在前３０年长期陷入“马尔萨斯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长期停滞，而又为何能在后４０年爆发出强劲的增

长动能，迅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种惊人的结构性变化的背后，留给经济学

者的是无限的思考空间。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上述结构性变化，现有文献多从制度变迁、比较优势与外部环境变化等角

度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解释。一方面，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学者们研究发现：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间，中

国经济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３０年陷于长期的增长停滞，与当时领导人所采取的结构主义发展

战略存在较为显著的因果关系（汪海波，１９９９；林毅夫、蔡昉、李周，１９９９；丁冰，２００９；林毅夫，２０１９）。在

结构主义的发展思路下，中国经济采取了一条政府主导发展重化工业、通过进口替代实现经济发展的战

略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经济机理是，通过政府主导以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Ｋｅｙｎｅｓ，１９３６），通过

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实现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赶超（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

１９５６；Ｒｏｓｔｏｗ，１９６０），通过进口替代获得快速工业化所亟须的资本积累。然而，由于上述发展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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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投资－消费、内需－外需的均衡关系，“大推进”的结构转型反而引发较为严重的结构失衡，造成经

济发展长期陷入停滞。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摒弃了结构主义的发展战略，逐步通过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农业生产积极性、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８；Ｚｈｅｎｇ　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人力资本、劳动力从低生产效率国有部门向高生产效率私营部门的转移，

以教育回报率为衡量标准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逐渐提升（Ｂａ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Ｚｈｕ，２０１１；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通

过出口导向型（Ｅｘｐｏｒｔ－Ｌ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发展战略、双轨制价格改革（Ｄｕａｌ－Ｔｒａｃｋ　Ｐｒ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乡镇企业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ＶＥｓ）的“红帽子”改革（Ｔ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ｄ　Ｈａｔ）等举措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Ｆｕ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６；Ｂｌ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ｚｍｉ，２０１０；Ａｌｄｅ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１６；Ｌａ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ｏ，２００１）。现有文献认为，上述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战略有效解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后４０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Ｙａｏ，２０１４）。此外，大量实证研究则发现，官员晋升考核从政治导向转

向ＧＤＰ导向、财政分权等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是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Ｙａｏ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

另一方面，除制度变迁视角之外，部分文献还从比较优势、外部环境变化、经济增长要素的结构性变

化等维度出发，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７０年间所呈现的长周期变化。其中，现有文献发现，人

口转型能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前３０年的“低速增长”、后４０年的“增长奇迹”提供一个有效的

边际解释（Ｃａｉ，２０１０；蔡昉，２０１３；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Ｂｌｏｏｍ　ａｎｄ　Ｆｉｎｌａｙ，２００９）。２０世纪４０－７０年代，

中国经济的人口积累模式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入“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

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３０年中国经济的人口抚养比不断增长。由于高人口抚养比将造成消费支出

压力长期居高不下，人口形势的严峻与经济发展目标之间产生冲突（Ｐｅｎｇ，２０１１；Ｈｅｓｋｅｔｈ，Ｌｕ　ａｎｄ　Ｚｈｕ，

２００５），对资本积累与长期经济增速构成负向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７９年成为“一胎化”政策的起始

年（Ｓｃｈｕｌｔｚ　ａｎｄ　Ｚｅｎｇ，１９９５；Ｗａｎｇ，２０１２），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积累模式从“高生育率、低死亡

率、高增长率”阶段转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既引致中国经济

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渐趋凸显，又促使中国经济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要素逐渐丰裕①。与此同时，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私营非农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日渐增强，人口转型与农业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交叠效应，有效助推了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间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此外，部分文献发

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加快转移，这激发了中国这样发展中

人口大国的后发优势（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１９６２；Ｍｏｒｒｉｓ，２０１１）。依托对外开放、出口导向型增长等发展战

略，中国大力吸引ＦＤＩ发展加工贸易，ＦＤＩ净流入、货物贸易出口占全世界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左右分别攀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３．１％和９．９％；外生先进技术的扩散与吸收，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效率

对于世界前沿面的快速追赶。较近的经验证据发现，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之后，外部发展环境改善对于

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由于出口成本下降，中国出口企业绩效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国内

增加值平均占比从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间的５４％增长至２００８年左右的６０．６％（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进

一步地，部分研究表明：加入 ＷＴＯ之后进口关税的下降，对中国非出口企业形成了显著的“倒逼”效应，

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国内非出口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并将更多要素投入自主创新以实现更高的投

入－产出效率（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Ｗｅｉ，Ｘｉ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现有文献从制度变迁、比较优势与外部环境等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７０年间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做出了诸多有益的理论探索，但也存在如下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首先，从研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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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生育性别偏好角度，部分文献研究了人口转型对于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其他微观机制（Ｗｅ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ａ；Ｗｅｉ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ｂ）。上述研究发现，由于传统文化中对男性的生育偏好，随着人口转型期生育子女机会成本的增加，中国出现更为突出的
“剩男”现象。为增加男性后代在未来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生育男性的家户将进行更多的储蓄－投资行为，并且创业概率更高；这也是造
成人口转型期中国经济高储蓄率、高创业率的一个重要微观原因。



角上，现有文献多将制度变迁、比较优势与外部环境等因素分隔开来进行研究，忽视了彼此之间的相互

联系。一方面，如果说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在当代经济史之中，为什么日本在

市场经济体制、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经济就陷入了“失去的３０年”？

这背后，日本“人口红利”衰减、老龄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如果说以“人口红利”为代表的比较优

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劳动力要素一直以来较为丰裕的中国，其“人口红利”要

素在１９－２０世纪初甚至更为明显，其经济增长的起飞却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实际上，从印度、印尼

等人口大国的发展历程上，我们也能观察到：经济发展即使具有“人口红利”的潜在优势，没有“制度红

利”也将造成潜能难以充分发挥；此外，如果说外部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经

济的外部环境转变，几乎与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同步？甚至，从史实角度进行观察，改革开放的“制度红

利”几乎内化了“对外开放”的一系列举措：开放外商直接投资、加入 ＷＴＯ等重大开放举措的背后，都是

“制度红利”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次，从研究时段上来看，现有文献多选择１９７８年作为研究起点，重点在于研究“中国奇迹”为什么

发生，“中国奇迹”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前３０年的经济发展剖析甚少①。然而，不了

解中国经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前３０年所遭遇的困难，我们就难以准确认知中国经济在１９７８年之

后的４０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具体而言，如果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全域性的研

究梳理，我们就有可能片面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从而无法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实现高速增长

的前期制度、要素和外部环境积累。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文献多选取中国经济生产率、人口、产业结构、贸易、创新的某一侧面入

手，就制度、比较优势和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进行局部分析，而未能从经济发展质量

的视角出发，全方位地梳理中国经济在投入－产出效率、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对外开放与创新要素积累

等多维度的长时段变化。然而，只有从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整体性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对新中国成立７０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进行细致剖析，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经济这７０年历史性变迁的真实密

码。

为此，本文选择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作为研究领域，遵循现有文献的通行范式（程虹等，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傅元海等，２０１６；钞小静、任保平，２０１１），从ＧＤＰ、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相对增速的高

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时序变化进行整体分析，以厘清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化的主要特征性事实。在此

基础上，本文从“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二种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出发，就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

展质量变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通过长时段历史数据的梳理，我们发现：“制度

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是影响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

对“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所引致的配置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和学习效应进行梳理，从更

细分维度就“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影响长期经济发展质量的具体因素进行剖析。

文章剩余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我们对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分析方法、动力机制进行

实证剖析，并对“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二者叠加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潜在影响效应进行研究；第三节至第

五节，分别就“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所引致的配置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和学习效应进行剖析，

进一步分析“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发展质量的具体路径。最后是结论部分。

二、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方法与动力机制

通过文献梳理和历史数据分析，本节对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方法与动力机制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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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趣的是，通过查阅有关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的若干最新文献（任保平、张倩，２０１９；李金华，２０１９），笔者发现：对于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定量分析，现有文献仍主要侧重于１９７８年以后；对于新中国成立的前３０年，现有研究多为背景性叙述。



（一）衡量方法

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１７；程虹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傅元海等，２０１６；钞小静、任保平，

２０１１；Ｂｒ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１０），我们以ＧＤＰ、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相对增速的高低，作为

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方法。首先，之所以选择ＧＤＰ相对增速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是因

为：从统计定义上，ＧＤＰ可视作一国微观生产单位全部增加值的加总；ＧＤＰ增速的快慢，反映了一国在

特定时期内创造增加值能力的高低，而且这种测算方法既考虑到了存续微观单元经济单元绩效的时序

变化情况，也体现了进入－退出微观单元对宏观经济产出的影响（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并且，作为一种国

际通行的经济指标，ＧＤＰ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纳入增长核算体系，其具有更

长的时间序列，能够尽可能完整地反映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情况。尽管绿色ＧＤＰ、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安锦、王建伟，２０１５；王恕立、王许亮，２０１７；李卫兵、梁榜，２０１７）能够更好地校正由于未考虑

到环境污染、资源保护等因素而对ＧＤＰ测算的潜在干扰，但由于纳入绿色ＧＤ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

算的统计指标涵盖时段较短，难以反映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变化，综合考虑研究需要，本文

采用ＧＤＰ相对增速作为反映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次，我们采用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投入－产出效率的代理变量，并以两者

相对增速的变化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指标。具体而言，本文选择人均ＧＤＰ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

指标。考虑到数据可比性以及剔除价格波动对统计指标可比性的影响，并基于跨国分析的需要，我们根

据人均ＧＤＰ的同比增速将其调整为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的实际值（美元／人）。全要素生产率

是衡量一国投入－产出综合效率的重要指标。为对新中国７０年投入－产出效率进行量化分析，我们根据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以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作为产出指标（Ｙ），以劳动年龄人口（１５～６４岁

人口数量）、资本存量分别作为劳动力（Ｌ）、资本（Ｋ）等要素投入的代理指标，构造了全球各经济体在上

述时期的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本部分运用生产函数固定效应模型测算的索罗余值（Ｓｏｌｏｗ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作为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代理指标，并以此考察中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率的时序变化，具体计算

方法如下文（１）式：

ｌｎｑｉｔ ＝βｏ＋βｋｌｎｋｉｔ＋βｌｌｎｌｉｔ＋γｉ＋εｉｔ （１）

其中，方程（１）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增加值的对数值（ｑｉｔ），方程右侧的解释变量则为资本存量（ｋｉｔ）、劳动
力数量（ｌｉｔ）的对数值。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重建、朝鲜战争（１９５０－１９５３）爆发等外生冲击

因素的影响①，我们选择１９５２年作为研究时段的分析起点。考虑到２０１８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的缺失，本文为对投入－产出效率进行稳健分析，故选择２０１７年作为研究时段的下限。由于世界银行跨

国数据的期初设置问题，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起点为１９６０年。此外，为剔除价格波动对统计指标可比

性的影响，各国的ＧＤＰ、人均ＧＤＰ与资本存量数据均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调整为实际值。遵循实

证分析的一般性方法，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张军，２００４），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②按折旧率９．６％
累计折算为资本存量。

值得说明的是，单一经济体静态的ＧＤＰ、生产率指标无法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情况。对于经

济发展质量的时序分析，只有从上述指标相对增速的统计之中得到准确评价。为此，我们采用横向、纵

向两个角度进行增速对比，对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具体而言，如果某一历

史时期中国经济的ＧＤＰ增速、生产率增速相对于世界其他代表性经济体更快，或上述指标增速相对于

中国前一历史时期也更快，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更高；反之，如果某一历史时期中国经

济的ＧＤＰ增速、生产率增速相对于世界其他代表性经济体普遍更慢，或上述指标增速相对于中国前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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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原则，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等情况下的经济体不纳入投入－产出效率计算。
由于数据可获性问题，对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我们采用世界银行披露的资本形成数据作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代理

变量。



历史时期也普遍偏慢，我们则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或存在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制度的有效性是“人口红利”的前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等宏观数据，我们

分析了“制度红利”“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展质量

提升的充分条件。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点：

第一，无论从历史数据还是新中国７０年以来人口结构的长期演化趋势来分析，“人口红利”并非经

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根据新增长理论的非凸性假设，一个长期经济增长的稳态速率与初始要

素禀赋存在较强相关性。具体而言，期初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速与储蓄率水平，将会对经济增长的稳态

均衡路径产生重要影响（Ｙａｏ，２０１４）。根据上述理论猜测，由于不同国家可以运用的初始要素禀赋存在

较大差异，这将造成各经济体最终按各自期初要素条件收敛到不同的增长路径。然而，实际数据分析表

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与“人口红利”并不存在完全的线性相关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的
“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表１的历史数据表明：在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工业革命初期的１７００年之

时，全世界人口总数约为６．０３亿人，而中国当时人口规模即为１．３８亿人，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约为

２３％；到欧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革命的１８２０年，全世界人口总数约为１０．４２亿人，而中国的人口规模增

长至３．８１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历史峰值的３７％。随后，截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１９５０年，中国人

口仍以较快速率增长至５．４７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约为１／５左右。在随后的７０年时间内，中国人口规

模一直稳定在占全世界１／５的水平（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１）。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发现：在全世界转向现代经

济增长的３００余年间，“人口红利”一直是中国经济重要的比较优势。尽管更大规模的人口能够带来更

为广阔的消费市场、更高的创新概率以及更为精密的市场分工（Ｃｏｍｉ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Ｌｉｎ，１９９８；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１１），但是，由于缺乏“制度红利”的有效支撑，作为一个拥有至少３个世纪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口红

利”的增长潜力迟至１９７８年才开始得到充分释放。

第二，表２和图１的数据分析表明：从中国人口结构的时序统计角度观察，截至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

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释放。统计发现，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年），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处于从积聚期到释放期的发展阶段，劳动适龄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３４８７３万人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５５７４３万人，人口抚养比自１９６６年达到历史峰值（８１．１％）就开始逐年

图１　人口抚养比的结构性分析（１９５３－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相关指标整理。

下降；但是，中国却并未充分运用“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大起大落”，经济发展

质量不高。具体而言，ＧＤＰ总量同比增速既有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均９．２％、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均１５．１％的高速

增长阶段，也有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的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ＧＤＰ总量增速既有１９５８年

（１８．３％）这样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经济增长的历史峰值，也有１９６１年（－２６．５％）这样新中国成立７０年

来经济下滑的谷底。进一步，将新中国成立前３０年的经济增长划分为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１９７８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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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比较上述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人均ＧＤＰ同比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我们发现：对于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而言，人均ＧＤＰ同比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６５，即对于这一时期而言，在

人口总抚养比较高的年份，人均ＧＤＰ增速相对较高，而这是背离人口总抚养比下降有利于长期经济增

长的理论假说的。对于１９６７－１９７８年的“人口红利”而言，人均ＧＤＰ同比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

系数高达－０．３４７，该相关系数不仅符号上与上述两组数据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的相关系数相同，在绝对值

上更是大于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的对应指标。对于这一时期而言，在人口总抚养比较低的年份，人均ＧＤＰ增

速相对偏高，这看起来似乎符合“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但细究起来，仍有较多疑问。与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相比，尤其是与１９９６－２０１７年相比，人口总抚养比在１９６７－１９７８年处于７２．７％～
８０．９％的较高水平，经济体用于储蓄、资本积累的资源并不丰裕，其远未达到人口总抚养比低于５０％的
“人口红利”黄金率水平。那么，为什么这一时期人均ＧＤＰ同比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却具有更为显著的

负向关系呢？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各种政治事件对于国民经济的剧烈破坏。

这一时期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人均ＧＤＰ增速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两年分别下滑８．２％、６．６％。这一时期

人口总抚养比逐年下降的特征性事实，造成了人均ＧＤＰ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二者之间的较高负相关水

平。数据表明，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人口红利”就在逐渐积聚、释放，但由于制度与发展路线问

题，我们未能充分运用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实现经济长期增长。这说明单纯的“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

展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制度红利”是激发“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第三，跨国比较表明，“人口红利”未能有效释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起到了迟滞效应。基

于现有文献方法，表３比较了１９７８年中国、印度两个发展中大国在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和主要经济发

展指标上的相关情况。我们发现：与印度相比，截至１９７８年，中国在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存量等“人口红

利”因素上更具优势。当时，中国人口总数为９６２５９万人，而同期印度人口总数为６６５５０万人，中国人口

数量较印度高出４４．６％。同期，中国成年人识字率为６５．５％，较印度（４０．８％）高出近２５个百分点；中

国预期寿命为６６岁，较印度（５４岁）高出１２岁。然而，在“人口红利”更具优势、人力资本存量更高的前

提下，中国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却仅为印度的７５．２％。这表明，由于新中国成立

初期３０年“制度红利”未能充分形成，制约了“人口红利”作用的有效释放，并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１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１７００－２０１５年，单位：亿人）

１７００年 １８２０年 １９００年 １９５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１５年

中国 １．３８　 ３．８１　 ４　 ５．４７　 １２．７５　 １３．８７
世界 ６．０３　 １０．４２　 １５．６４　 ２５．２１　 ６１．４９　 ７１．５４

中国占世界比例（％） ２３　 ３７　 ２６　 ２２　 ２１　 １９
　　注：根据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１）附表整理。

表２　中国“人口红利”的演进（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代表年份 总人口
（单位：万人）

青少年人口占比
（０～１４岁，单位：％）

老年人口占比
（６５岁以上，单位：％）

总抚养比
（单位：％）

青少年抚养比
（单位：％）

老年抚养比
（单位：％）

１９５２　 ５８，７９６　 ３６．３　 ４．４　 ６８．６　 ６１．２　 ７．４
１９５６　 ６２，８２８　 ３７．７　 ４．１　 ７１．８　 ６４．７　 ７．１
１９６１　 ６５，８５９　 ３９．６　 ３．７　 ７６．５　 ６９．９　 ６．６
１９６６　 ７４，５４２　 ４１．３　 ３．５　 ８１．１　 ７４．８　 ６．３
１９７１　 ８５，２２９　 ４０．４　 ３．８　 ７９．２　 ７２．３　 ６．９
１９７６　 ９３，７１７　 ３９．２　 ４．２　 ７６．７　 ６９．２　 ７．５
１９８１　 １００，０７２　 ３４．６　 ４．９　 ６５．１　 ５７．１　 ８．０
１９８６　 １０７，５０７　 ３０．１　 ５．４　 ５５．２　 ４６．８　 ８．４
１９９１　 １１５，８２３　 ２８．７　 ５．７　 ５２．６　 ４３．９　 ８．７
１９９６　 １２２，３８９　 ２６．７　 ６．３　 ４９．３　 ３９．９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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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中国“人口红利”的演进（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代表年份 总人口
（单位：万人）

青少年人口占比
（０～１４岁，单位：％）

老年人口占比
（６５岁以上，单位：％）

总抚养比
（单位：％）

青少年抚养比
（单位：％）

老年抚养比
（单位：％）

２００１　 １２７，６２７　 ２３．９　 ７．１　 ４４．８　 ３４．６　 １０．２
２００６　 １３１，４４８　 １９．３　 ７．８　 ３７．２　 ２６．４　 １０．８
２０１１　 １３４，４１３　 １７．７　 ８．６　 ３５．７　 ２４．０　 １１．７
２０１６　 １３７，８６７　 １７．７　 １０．１　 ３８．５　 ２４．５　 １４．０

　　注：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

表３　中国与印度主要经济发展指标的比较（１９７８年）

中国 印度
人均ＧＤＰ（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 ３７１　 ４９３

成人识字率（％） ６５．５　 ４０．８
高等学校入学率（％） ０．７　 ４．９
预期寿命（岁） ６６　 ５４

婴幼儿死亡率（‰） ５４．２　 １０６．４
ＧＤＰ中的制造业份额（％） ４０　 １７
就业人口中的制造业份额（％） １７．３　 １３

　　注：引自Ｖａｌｌｉ　ａｎｄ　Ｓａｃｃｏｎｅ（２００８）ａｎｄ　Ｙａｏ（２０１４），人均ＧＤＰ指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按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进行了重新计算。

（三）“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互补性

长时段数据表明，“制度红利”能有效促进“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二者的叠加效应是新中国７０年

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动力机制。

第一，“制度红利”的缺乏将对“人口红利”造成阻碍效应。图２给出了中国人均ＧＤＰ增长率①与人

口抚养比的长时段变化情况。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改革开放４０年两个代表性时段人均ＧＤＰ
增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相关系数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人均

ＧＤＰ增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５４；而到了改革开放４０年（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人均ＧＤＰ
增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１１，后一阶段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前一阶段高出１．０６倍。

之所以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人口总抚养比下降、“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拉动作

用有限，与这一时期“制度红利”相对缺乏有重要关系。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而言，计划经济体制

使城镇私营部门基本消失，城镇劳动力基本上全部在国有机关、企事业单位或集体企业就业，“铁饭碗”

“大锅饭”的就业体制造成薪酬水平长期固定，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②（卫兴华，２０１２）。与此同

时，农业农村长期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助长贫富拉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人

民公社制度下，劳动力、农具、牲畜等生产要素实行无偿调拨的“一平二调”体制，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

严重侵犯了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生产率长期低下，人均粮食产量直

到１９７８年才超过１９５７年的水平③。因此，这一时期“人口红利”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线性关系并不明

显。

第二，“制度红利”形成将有效促进“人口红利”释放，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起到重要作用。数据

表明，对于改革开放４０年而言，“制度红利”的充分形成，使得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优化，“人口红

利”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拉动作用得以有效发挥。这一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村社

分开”“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村经济获得全面发展，人均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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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进行长时段对比，对于人均ＧＤＰ增长率，我们按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人均ＧＤＰ进行计算。
举例而言，在“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１０年时间，城镇职工工资一直被冻结，只是在１９７１年底对总数３０％的职工提高

过一次工资，主要还是出于粉碎林彪集团后的政治需要。直到１９７７年８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后，我国６０％的
城镇职工工资才获得一定程度提高；直到１９７８年２～５月，城镇部门才开始建立加班工资、奖金、计件工资等激励劳动积极性的工资制
度。引自曾璧钧、林木西：《新中国经济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９）》，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９６－２９７页。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６７－１９８４）》，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００页。



总产值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均增速７．６％，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峰值，显著高于新中国成

立初期３０年２．７％的年均增速。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通过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在“按劳

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下，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较大发挥，城镇部门的生产效率开始稳

步提高。从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人均ＧＤＰ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的－

０．０５４转变为－０．０６８，“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１９９２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发展目标后，通过国有企业改革等举措，民营市场主体的发展空间充分释放，尤其是２００１年中

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人口红利”获得进一步释放。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间，人均ＧＤＰ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的

相关系数达到－０．１６１，“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历史峰值。

第三，“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将有效延长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通过对人均ＧＤＰ增

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相关系数的长时段梳理，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在２００７年之后趋于下

降。一方面，人口总抚养比自２００７年达到３６．４％的历史低点后就逐年上升，直至２０１８年前后接近

４０％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新增劳动适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速等因素的影响，我国

劳动适龄人口自２０１６年达到９９６０５万人的历史峰值后也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有趣的是，

尽管“人口红利”从峰值向后期转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并未随之放缓。统计表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间，人均ＧＤＰ增长率与人口总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５３，其绝对值较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

扩大了２．４倍。在“人口红利”趋于下降的情况下，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扩大，主要原因在

于：这一时期尤其是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国家相继出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高质量发展等战略，中国经济的营商环境改革进一步加快，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增强，劳动力资源配

置效率进一步提升。因此，尽管“人口红利”在总量上趋于下降，但由于“制度红利”的叠加效应，中国“人

口红利”的比较优势得以有效延长，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图２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１９５４－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指标整理。

图３　不同时段人均ＧＤＰ增速与人口总抚养比相关系数的统计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相关指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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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基于跨国比较和时序分析，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充分条件；只

有“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才是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机制。通过对“制度红

利”与“人口红利”演进趋势的经济史梳理，我们认为：“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将有效优化

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变迁，推动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改善与技术模仿和创新能力

的增强。因此，“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将从配置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与学习效应四个维

度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产生作用。

图４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

三、配置效率与生产函数的阶段演变

“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效应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基

于新古典分析方法，本部分构造了新中国７０年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并通过跨国比较、时序分析的方

法，研究了７０年间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演化情况。结果发现，通过“制度红利”对“人口红利”比较

优势的不断释放，新中国７０年投入－产出效率经历了从“低位震荡”到“高速增长”的历史转变；资源配置

效率随着“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有机叠加而不断提升。

（一）投入－产出效率从低位震荡到高速增长

表４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生产函数相关指标的时序变化情况。从中，我们主要有如下

五个方面的发现：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阶段与“一五”计划时期（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中国经济呈现出“高投

资、高增长”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测算的ＧＤＰ总量从１９５２年的７５３亿美元

增长至１９５７年的１１７１亿美元，年均增速为９．２％，较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世界ＧＤＰ平均增速（４．８％）高出近

１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资本存量则从１９５２年的９７亿美元增长至１９５７年的６０４亿美元，年均增速

４４．２％。投入－产出效率方面，这一时期以人均ＧＤＰ为代理指标的劳动生产率，则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３２美

元增长至１９５７年的１８４美元，年均增速６．９％。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速度快，而且效益好，主要

与“一五”计划期间所执行的“重点突出、兼顾平衡”的宏观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考虑到新中国

成立初期重工业发展薄弱、生产资料积累偏低的局面，“一五”计划制定的轻重工业投资比例为１∶７．３，

高于苏联的前三个五年计划。基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起步迅猛，与１９５２年相

比，１９５７年工业总产值增长１．３倍，年均增速达１８％，超过计划规定值（１４．７％）３．３个百分点。与此同

时，生产资料生产１９５７年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１倍，年均增长２５．４％，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

重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５．６％提高到１９５７年的４８．３％。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负责经济工作

的主要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抓好重点项目，但突出重点并非孤立地只发展重点。毛泽东同志在
《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民经济的各方面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要充

分注重综合平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因此，在上述指导方针下，“一五”时期国

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比较协调：重、轻、农总产值年均增速分别为２５．４％、１２．９％和４．５％。轻工业、农

业的相应发展基本保证了人民生活消费的需要，并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原料、资金、劳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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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０８页。



第二，“大跃进”期间与三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错误的发展战略造成“制度红利”缺乏，中国

经济呈现出“高投资、低增长”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ＧＤＰ总量不升反降，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１７１亿美元下

滑为１９６１年的１１２１亿美元，ＧＤＰ增速也呈现出“大起大落、震荡下行”的不利趋势，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的

ＧＤＰ同比增速分别为２１．３％、８．８％、－０．３％和－２７．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资本存量则从期初的

６０４亿美元攀升至１９６１年的１６６５亿美元，年均增速２８．９％。除１９６１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积

极回调（－６７．５％）外，在经济增长整体停滞的前提下，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的资本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８３．０％、３０．３％和１０．６％，“高投资、低增长”所带来的投入－产出效率恶化趋势较为明显。劳动生产率方

面，这一时期人均ＧＤＰ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８４美元下降到１９６１年的１７０美元；相对世界前沿水平的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ＴＦＰ指数）①，中国从１９６０年的５．５下降为１９６１年的０，这表明：在“大跃进”期间与三年困

难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投入－产出效率不仅没有实现大跃进“赶

英超美”的宏伟目标，反而相对世界前沿水平有所恶化。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重大挫折，

与错误的发展战略造成“制度红利”缺乏有很大关系。在过于乐观情绪的主导下，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

了“赶英超美”的冒进口号，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结构跃升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不断下降。在上述赶超型发

展战略的作用下，以钢铁为代表的重工业被片面强调，“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忽视；

加之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炼钢铁”等群众性运动的开展，经济建设客观规律被打破，最终造成国民经济

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国民经济的大倒退（武力，１９９９；汪海波、董志凯，１９９５）。

第三，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时期（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制度红利”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人口红

利”作用，中国经济呈现出“低投资、高增长”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ＧＤＰ总量稳步增长，从１９６１年的

１１２１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６５年的１６１３亿美元，年均增速１５．１％，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的最高增长水

平。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资本存量则从１９６１年的１６６５亿美元增长至１９６５年的１８７２亿美元，年均增

速为３％。这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通过生产关系调整激发劳动者积极性，从而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的改善。投入－产出效率方面，这一时期以人均ＧＤＰ为代理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从１９６１年的１７０
美元增长至１９６５年的２２６美元，年均增速７．４％；ＴＦＰ指数则从１９６１年的０恢复到１９６５年的４．６，生

产效率优化也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的最好水平。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之所以呈现出稳步

提升的趋势，与发展战略的适时调整、“制度红利”的恢复有较大关系。１９６１年，面对“大跃进”导致国民

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党和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同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

决定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②。围绕上述发展战略，国家逐步出

台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工业生产计划指标、改善工业生产内部结构、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大力

发展农业等积极举措，前期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调整。此外，在“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发展方针下，国家相继开展农村试行“包产到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措施，

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个角度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四，“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制度红利”缺位，致

使“人口红利”无法释放，中国经济发展始终徘徊于“低位震荡”。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３年，

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滑坡。由于一大批具有丰富经济管理工作经验的领导人被打倒，在政治运动的冲

击下，国民经济陷入全面灾难。这一时期，ＧＤＰ总量从１９６６年的１７８５亿美元下降到１９６８年的１６１３亿

美元，１９６７、１９６８两年分别下降８．２％和６．６％。与此同时，资本存量从１９６６年的２０１９亿美元增长为

１９６８年的２１３０亿美元，年均增速仅为２．７％。投入－产出效率方面，人均ＧＤＰ从１９６６年的２４３美元下

降到１９６８年的２０８美元，年均降幅７．４％；ＴＦＰ指数从１９６６年的４．６下降到１９６８年的３．４，中国经济

·０１·

新中国７０年经济发展质量：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

①
②

所谓ＴＦＰ指数，本文测算的是中国ＴＦＰ相对于相同年份世界前沿技术水平ＴＦＰ的百分比（０～１００）。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月报》，１９６１年第２期，第１－２页。



与世界前沿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国家政治局势稍趋稳定，经济开始缓

慢复苏。然而，由于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１９７６年“反击右倾翻案”等诸多政治运动的干扰，中国经济发

展仍然呈现剧烈震荡，ＧＤＰ同比增速既有１９６９、１９７０两年分别１３．８％、１６．１％的高速增长，也有１９７１

－１９７４年间年均增速４．６％的低速徘徊，更有１９７６年－３．１％的下降。这一时期，人均ＧＤＰ仅从１９６９
年的２３７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３７１美元，年均增长５．１％；ＴＦＰ指数仅从１９６９年４．７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

６．０，年均增速仅为２．７％。截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严重：积累与

消费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１９７８年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仅略高

于１９５７年；轻重比例失调严重，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５７％，消费品与购买力的差额高达１００多

亿元；经营管理混乱，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的３０项主要质量指标中，有１３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

３８项消耗指标中有２１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①。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中高速增长的发展区间，“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叠加对于

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首先，随着１９７９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１９８３年人民公社的

废除，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企业自主权逐渐扩大，通过推行经济责任制、推行利改税、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实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

改革试点等举措，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得到坚持，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较大程度调动。ＧＤＰ总

量从１９７９年的３８１４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９１年的１０９２０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１０．１％；人均ＧＤＰ则从期初的

３９４美元增长至１９９１年的９４９美元，年均增速为８．３％。与此同时，ＴＦＰ指数从１９７９年的６．１提高到１９９１
年的１２．６，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相对于世界前沿水平的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其次，１９９２年

邓小平视察南方以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民营企业获得了长足发

展。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加快推进②，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１９９２－

２０００年，ＧＤＰ总量从１２４７２亿美元增长到２６９４３亿美元，年均增速１０．１％；人均ＧＤＰ则从１０７１美元增长

到２１３４美元，年均增速为９．０％；ＴＦＰ指数从１３．４增长到１９．３，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首次接近世界

前沿水平的２０％。再次，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之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获得较大程度改善，在全球化竞争

中，中国经济规模、投入－产出效率均有较快发展。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ＧＤＰ总量从２００１年的２９１９０亿美元增

长至２０１０年的７３４７５亿美元，年均增速１０．８％，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增速水平；人均ＧＤＰ则从２２９５美

元增长到５４９３美元，中国完成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式发展；ＴＦＰ指数则从１９．８提高到

２５．８，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已达到世界前沿水平的１／４。分析表明：技术学习效应、竞争效应都是中

国经济加入 ＷＴＯ前后生产率增速出现提高的重要原因（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Ｓｃｈｏｔｔ　ａｎｄ　Ｗｅｉ，２０１３；简泽等，２０１４；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最后，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ＧＤＰ同比增速从２０１１年的９．５％逐渐下

降到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间的６．８％，并稳定在６．７％～６．９％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与此同时，由于国家产业结构

调整政策对于资源错配的校正作用，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均保

持相对平稳（文东伟，２０１９；王家庭等，２０１９）。随着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国家相

继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战略，中国经济结构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得到有效调整，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创新动能获得充分激发。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ＴＦＰ指数已从

２０１１年的２６．５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０．６，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已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近１／３。

综上，通过对中国经济生产函数主要指标的梳理，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

遵循了一个前３０年“低位震荡”、后４０年“高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对资

源配置效率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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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６７－１９８４）》，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００页。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１９９３年。



表４　中国经济的生产函数（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代表年份
ＧＤＰ

（２０１７年美元）
（单位：亿美元）

人均ＧＤＰ（２０１７
年美元）

（单位：美元／人）

劳动适龄人口
（１５～６４岁）
（单位：万人）

资本存量
（２０１７年美元）
（单位：亿美元）

ＴＦＰ指数
（前沿＝１００）

１９５２　 ７５３　 １３２　 ３４，８７３　 ９７
１９５６　 １，１１４　 １８０　 ３６，５７２　 ４６１
１９６１　 １，１２１　 １７０　 ３７，３０８　 １，６６５　 ０
１９６６　 １，７８５　 ２４３　 ４１，１６２　 ２，０１９　 ４．６
１９７１　 ２，４０９　 ２８６　 ４７，５６９　 ２，７９５　 ４．９
１９７６　 ２，９５１　 ３１７　 ５３，０３７　 ４，２９５　 ５．０
１９８１　 ４，３２４　 ４３５　 ６０，６２２　 ６，５１６　 ６．９
１９８６　 ７，４２９　 ６９６　 ６９，２８０　 １２，３９４　 ９．８
１９９１　 １０，９２０　 ９４９　 ７５，９０２　 ２１，４４９　 １２．６
１９９６　 １９，５８２　 １，６０８　 ８１，９４８　 ４０，９２５　 １６．７
２００１　 ２９，１９０　 ２，２９５　 ８８，１４６　 ６９，３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０６　 ４８，４６３　 ３，６９７　 ９５，８２７　 １３３，８６７　 ２２．９
２０１１　 ８０，４８１　 ５，９８８　 ９９，０７０　 ２９１，４４８　 ２６．５
２０１６　 １１４，４７８　 ８，３０４　 ９９，５０７　 ５８３，１９０　 ２９．９

　　注：１．ＧＤＰ总量、人均ＧＤ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并调整为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２．劳动
适龄人口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３．资本存量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整理，按折旧率５％运用永续盘存法调整为资本存量，并调整为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

（二）生产率位次从低水平均衡迈向增长奇迹

图５～７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７０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相对位次的变化情况。从中，我们主要有如

下三个方面的发现：

首先，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１９７８年以后快速上升。图５给出了中国与美国、日本等主要

经济体ＧＤＰ占世界比重的相对变化情况。我们发现，一方面，作为占世界人口１／５的发展中大国，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前３０年，中国占世界ＧＤＰ的比例长期在１．１％的低位徘徊；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调，加之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左”倾错误

路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甚至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９年之间长期低于１％，最低时仅为世界的０．７％。

这表明，由于错误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巨大的劳动力优势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与此同时，与同期美国

经济总量相比，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４．３％左右，考虑到人口规模因素，中国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

的１％左右①。这一时期，作为东亚经济体的又一重要代表，日本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７％增长至

１０．６％，中国滞后于东亚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起飞大约３０年左右。另一方面，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我国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任务，加之农业部门、城市部门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改革措

施，“制度红利”充分释放了沉睡的“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开始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

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例从１．１％增长到４．５％，中国经济规模从仅为美国的４．３％提高到１７．６％，劳

动生产率从相对于美国的１％提高到４．１％。２００１年以后，依托加入 ＷＴＯ的对外开放优势，中国人口

规模优势进一步释放，“增长奇迹”开始为世人瞩目。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ＧＤＰ比重于２００７
年突破７％，接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经济起飞期间所达到的相对规模；２００９年经济规模占世界比例突

破８．７％，超过同期日本的８．６％，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日益凸

显。截至２０１７年，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１２．７％，相对于美国ＧＤＰ总量的５８．６％，上述指标均突破

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１９９１年所达到的峰值水平。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从２０００年相对于美国

的４．１％提高到１３．８％，中国资源配置效率与世界前沿的差距正在加快缩小。

其次，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所造成的“制度红利”缺位，致使中国经济错失了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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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１９６０－２０１７年，中美两国人口规模４．２５∶１的平均值进行推算。



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图６给出了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①、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人均ＧＤＰ名义值上的对比情况。我们发现，在相似期初发展水平

的前提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ＧＤＰ差距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例如，中国与越南、缅甸、马

来西亚等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具有极为相似的期初发展水平②，但从１９７３年开始，中国人均ＧＤＰ即开

始显著低于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③；截至１９７８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仅为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

７３．５％④。在具有相同人口规模优势、文化背景乃至制度基础的前提下⑤，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与东亚其

他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出现“大分流”？其中原因耐人深思。又如，在具有相似前期发展条件的前提下，同样

作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一员，韩国的人均ＧＤＰ就从１９６０年的１５８美元（世界平均水平的３４．９％）增长到

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９８美元（世界平均水平的６９．９％），仅用了不到２０年时间就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等收入国

家行列。相似的期初条件与外部环境，为什么中国未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前３０年实现经济起飞？总体而

言，这与当时我国采取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所造成的“制度红利”缺位有较大关系。新中国成立

之后，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强始终抱着迫切和“只争朝夕”的心情，在这种“左”

倾情绪冒进的左右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执行了一条片面发展重化工业、通过人民公社和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工业化投资高速积累的发展战略。由于上述战略选择忽视了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以及资本积累上的相对劣势，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与投入－产出效率

的下滑。说到底，中国经济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错失了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与不符合比较优势

的战略选择造成市场主体激励－约束错位，从而造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人口红利”无法充分释放有密切

关系的。加之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线，对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进一步造成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纠正。这就造

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严重局面，甚至人均ＧＤＰ从１９６０年相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６９％下降到１９７８年的３２％，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甚至较我们当时倾力援助的非洲国家还要低。面对中国经

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所遭遇的挫折，邓小平有过一个精辟总结：“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
‘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

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⑥”。

第三，改革开放战略选择促进“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有机叠加，成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后４０年

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图７给出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人均ＧＤＰ名义值上的对比情况。我们发现，在１９７８年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１９９２年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得

到显著增强，劳动力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人口大国的存量优势开始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优势。１９７８－

２０００年，中国人均ＧＤＰ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快速收敛，１９９５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达

到６１０现价美元，高于同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６０４现价美元，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开始整体超过非洲；

２０００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９５９现价美元，高于同期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９５６现价美元的水平，中国

经济开始在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中逐渐趋于领先位置。２００１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外部市场竞争

促进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进一步释放，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加速提高。中国人均ＧＤＰ于２００１年突

破１０００现价美元，超过中下等收入国家标准（９９６现价美元）；于２０１０年达到４００９现价美元，迈入中上

等收入国家行列（３８９６～１２０５５美元）。２０１７年，中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８８２７现价美元，已逼近拉美地区

·３１·

宏观 质量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规则，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剔除了高收入国家，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加总。
例如，１９６０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８９．５现价美元，同期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８９．８现价美元，两者仅相差０．３现价美元。
同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１５７现价美元，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１６２美元，中国为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９７％。
同年，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１５６美元，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２１３美元。
例如，中国与同为东亚经济体的越南、朝鲜、老挝、蒙古均具有相同的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７５、２２８－３２９页。



９１０９美元的标准；２０１８年中国人均ＧＤＰ更是达到９６３３美元，首次超过拉美地区。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名义人均ＧＤＰ的年均增速（６．４％），中国人均ＧＤＰ预计将于２０２２年达到１２３２７现价美元，迈入高收入

国家行列（１２０５６美元及以上）。

综上，通过对中国经济相对位次的长时段梳理，我们发现：由于“制度红利”缺位对“人口红利”的阻

滞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中国经济始终停滞于“低水平均衡陷阱”；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得到不断优化，“人口红利”的增长潜

力真正转化为现实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图５　中国、美国、日本ＧＤＰ占世界比例的时序统计（１９６０－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ＧＤＰ根据价格指数调整为２０１０年不变价格美元。

图６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均ＧＤＰ对比（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人均ＧＤＰ以现价美元进行计算。

图７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均ＧＤＰ对比（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人均ＧＤＰ以现价美元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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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构变迁与平衡增长

前文分析，结构效应是“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重要影响。而经济结构的不断改善，将对中
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本部分通过多种来源统计数据，分析了新中国７０年产业结构、城
乡结构与市场化等重要维度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我们发现，通过“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有机叠
加，新中国７０年的经济结构变迁逐渐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结构逐渐从“不平衡增长”走
向“平衡增长”。

（一）产业结构从不平衡转向再平衡
表５和图８分别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７０年间中国经济三大产业ＧＤＰ占比、就业人员占比以及

相对效率占比的变化情况。从中，我们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发现：
第一，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而言，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结构跃升造成了明显的结构失衡问题。

一方面，尽管中国自“一五”计划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例从１９５２年的２０．９％快速
上升至１９７８年的４７．９％，但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仅从１９５２年的７．４％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３％；
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在１９７８年仍占ＧＤＰ的２８．２％，就业人员占比更是高达７０．５％。上述数据表
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并未驱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相对高效率的第二产业部门转移，劳动
力结构转型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第三产业发展基本停滞，具体表现在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例从１９５２年的２８．２％下降至１９７８年的２３．９％，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也仅从

１９５２年的９．１％小幅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１２．２％。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是较为
片面的，工业化仅实现了第二产业单部门的快速发展，并未有效驱动第一、三产业的协同发展。值得注
意的是，在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结构跃升下，“制度红利”缺位造成工业化发展背离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
具体表现为在第二产业的ＧＤＰ占比提高２７个百分点的同时，就业人员占比仅提高了９．９个百分点，这
说明这一时期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大规模投资，而并非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从
第一、三产业相对效率的变化情况来看，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产业结构的不平衡问题十分突
出。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①作为基准（１００），第一产业的相对效率指数从１９５２年的２１．６下降到１９７８
年的１４．４，而第三产业的相对效率指数也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０９．８下降到１９７８年的７０．８。

表５　中国经济的结构变迁（产业结构，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代表年份 第一产业
ＧＤＰ占比（％）

第二产业
ＧＤＰ占比（％）

第三产业
ＧＤＰ占比（％）

第一产业就业
人员占比（％）

第二产业就业
人员占比（％）

第三产业就业
人员占比（％）

１９５２　 ５１　 ２０．９　 ２８．２　 ８３．５　 ７．４　 ９．１
１９５６　 ４３．５　 ２７．３　 ２９．２　 ８０．６　 １０．７　 ８．７
１９６１　 ３６．５　 ３１．９　 ３１．７　 ７７．２　 １１．２　 １１．７
１９６６　 ３７．８　 ３７．９　 ２４．３　 ８１．５　 ８．７　 ９．８
１９７１　 ３４．２　 ４２　 ２３．８　 ７９．７　 １１．２　 ９．１
１９７６　 ３２．９　 ４５．２　 ２１．９　 ７５．８　 １４．４　 ９．７
１９８１　 ３１．９　 ４６．１　 ２２　 ６８．１　 １８．３　 １３．６
１９８６　 ２７．１　 ４３．７　 ２９．１　 ６０．９　 ２１．９　 １７．２
１９９１　 ２４．５　 ４１．８　 ３３．７　 ５９．７　 ２１．４　 １８．９
１９９６　 １９．７　 ４７．５　 ３２．８　 ５０．５　 ２３．５　 ２６．０
２００１　 １４．４　 ４５．２　 ４０．５　 ５０．０　 ２２．３　 ２７．７
２００６　 １１．３　 ４８．７　 ４０　 ４２．６　 ２５．２　 ３２．２
２０１１　 ９．４　 ４６．４　 ４４．２　 ３４．８　 ２９．５　 ３５．７
２０１６　 ８．６　 ３９．９　 ５１．６　 ２７．７　 ２８．８　 ４３．５

　　注：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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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国民收入账户的宏观经济分析中，为便于跨产业部门比较，我们采用人均增加值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变量。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与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有关。上述发
展战略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初期产业结构偏重于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用于生产资料积累
的重化工业发展不充分，造成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的情况。应该说，上述发展战
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但是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战略，就会造成经
济发展偏离中国“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举例来说，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

图８　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相对效率的时序变化（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整理。第一、第三产业的相对效率，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取１００为

基准计算。

所占比重，“一五”时期只占３６．１％，而“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达到５１．１％和４９．６％。截至１９７８年，

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比仅为３０．７％，而重工业占比接近７０％，这就造成工业发展无法满足人民

生活改善的需要。当时，由于轻工业落后，轻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市场商

品可供量与购买力的差额高达１００多亿元①。不仅如此，由于过于强调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我国实

际上将大量可用生产要素投入到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这就造成投资效率不高，经济绩效很差

的局面。仅以１９７８年为例，当年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２４．３％，亏损额高达３７．５亿元，流

通领域中货物紧缺与积压并存，全国商品库存中，质次价高、冷背呆滞、残损变质的商品总值达１００多亿

元②。

第二，改革开放前３０年，随着“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呈现“工业优

先、兼顾平衡”的发展特点。一方面，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产业结构在农业恢复性发展、轻工业快速增长趋势

下，实现了较为平衡的增长。这一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业生产效率出现较大程度

提高。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粮、棉、油的亩产量年均增速分别为４．１％、１０．８％和５．９％，大大超过新中国成

立初期３０年农业总产值年均２．７％的增长速度。农业的恢复性发展，为轻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消费市场和基础原料。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１１．７％，高于同期重工业总产值年

均６．６％的增长速度，也高于１９５３－１９８４年轻工业总产值年均９．６％的增长速度。轻工业主要产品产

量大幅度增长，增长最快的是纺织工业、传统“老三大件”和家用电器。１９８４年与１９７８年相比，呢绒、化

学纤维和丝织品分别增长１倍、１．６倍和９３％；自行车、手表分别增长２．４倍、１．８倍；洗衣机、电风扇、收

音机、电视机和电冰箱分别增长１４４５１．５倍、１１．９倍、０．９倍、１８．４倍和３３．２倍。在上述背景下，第二

产业占ＧＤＰ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７．９％小幅下降到１９８４年的４３．１％，而就业人员占比则从１９７８年的

１７．３％提高到１９８４年的１９．９％。这表明，我国开始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

发展战略，工业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吸收能力逐渐增强，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在相对效率方

面，第一产业相对效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４．４提高到２３．２，达到改革开放前３０年的最好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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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８９页。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３７－６３８页。



义原则得到坚持，市场主导型的产业结构变迁致使经济发展质量提升。１９９２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

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城市部门的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１９８４－

２０００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占ＧＤＰ比例分别从１９８４年的４３．１％、２４．８％增长至２０００年的４５．９％和

３９％，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则分别从１９８４年的１９．９％、１６．１％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５％和

２７．５％。这表明，在“制度红利”的催化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城市部门对于“人口红

利”的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我国在保证工业化对劳动力

需求的前提下，充分重视第三产业发展。自１９９４年起，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就逐渐超过第二产业，

服务业成为我国吸纳劳动力的最大部门。此外，在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更充分的市场竞争在

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第三产业发展。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５．９％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８．６％，这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的历史峰值。这表明，我国经济已整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

占比分别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５％、２７．５％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２７．２％和３３．２％；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则

从２０００年的５０％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９．６％，这表明：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加快转移，城市

已成为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最重要雇佣部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性的问题，改革开放前

３０年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显著的“工业优先”特点。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基准（１００），第

一、三产业相对效率在１９７８年分别为１４．４和７０．８；到２００８年，第一、三产业相对效率分别为１６和

６７．６。这表明，第二产业效率的快速增长是改革开放前３０年人均ＧＤＰ增长、ＴＦＰ提升的重要原因。

第三，改革走向纵深促进“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更为紧密，产业结构更为平衡。２００８年

以来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以及工业４．０、信息化与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再平衡”

趋势开始加快。一方面，第一、二、三产业占ＧＤＰ比例从２００８年的２００８年的１１．３％、４８．６％和４０．１％
调整为２０１７年的７．９％、４０．５％和５１．６％；从２０１３年起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例逐渐超过第二产业，产业

结构“工业优先、服务业相对滞后”的不平衡局面得到扭转。另一方面，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从

２００８年的３９．６％、２７．２％和３３．２％变化为２０１７年的２７％、２８．１％和４４．９％；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已逼

近５０％，成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部门。此外，三大产业的相对效率变化也表明，产业结构呈

现出“再平衡”的重要变化。第三产业相对效率从２００８年的６７．６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７９．７，表明二、三产

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在快速收敛；而第一产业的相对效率也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６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０．３。值

得注意的是，第一、二产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仍然较大，这表明：如果达到与第二产业相同的生产效

率水平，按２０１７年劳动适龄人口规模（９９３７９万人）计算，我国仍有２１３８５万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

向二、三产业转移。如果完成上述转移任务，我国最终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ＧＤＰ的比例将从２０１７年的

２７％下降到５．５％。

（二）城市化与市场化驱动的结构变迁

表６和表７分别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７０年城市化与市场化两个层面的演进情况。从中，我们发

现：随着“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在产业结构从“不平衡”走向“再平衡”的同时，城市化、市场化

进程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的相对滞缓走向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快速提升。上述两个侧面的结构变

化，也是“制度红利”促进“人口红利”充分释放、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缩影。

第一，随着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经济的城市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的发展滞缓转向改革

开放４０年的快速提升。一方面，受到计划经济模式、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约，“制度红利”的缺位造

成中国城市部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走上了一条投资偏向性的发展道

路。这就造成了城市部门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效应十分有限。与此同时，由于农业、农村长期实

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生产要素的“一平二调”体制使农户生产积极性无法有效提

高，造成农业生产率长期低下，也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动。加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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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户籍二元体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致使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在低位徘徊。城镇就业人口占比

仅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２％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３．７％，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仅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２．５％提高

到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４／５左右的劳动力资源仍集中于农村地区。这极大制约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

提高，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产生了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３０年，城乡之间的一系列制度变革驱动了“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有机

匹配，促进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农村承包制度改革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温饱问题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得到基本解决，这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

城市经济综合体制改革、轻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遵循了中国的“人口红利”与比较优势，使得城市部门

的市场主体活力得到了增强。加之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更为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使市场竞争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积极性不断释放，“制度红

利”有效驱动了“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占比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３．７％增长到

２００８年的３９％，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则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７％。此外，随着

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以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得到进一步深入。

这一时期城镇就业人口占比从２００８年的３９％扩张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４．７％，而城镇人口占比则从２００８年

的４７％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８．５％。值得注意的是，自２０１４年以来，以城镇就业人口占比、城镇人口占比

等两个主要指标衡量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跨越了５０％的门槛值，这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已整体达到

中等水平，基本实现改革开放初期所设定的相关发展目标（周一星，１９８８），正在朝城市化后期阶段（人口

城镇化率７０％～９０％）演化。

第二，随着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的“一

大二公”转向改革开放４０年的跨越式发展。自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私营工商业全部改

造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市场主体全部内化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部门，缺乏经营自主权。从数据统

计上，我国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在１９５６－１９８３年之间始终保持为１００％。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镇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推进，尤其是１９９２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

定，“制度红利”为市场主体培育带来了久违的春天。１９８３－１９９５年，我国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占城镇就

业人员比重从１９８３年的０％提高到１９９５年的５．８％；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减员增效”“抓大放

小”，确立“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

改革目标等诸多举措的开展，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多种所有制发展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年，我国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从１９９５年的５．８％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７．３％。

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后，更为开放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使我国非公市场主体的数量、规模都迎来了跨越

式发展。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７．３％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

４１．７％；到２０１２年，我国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首次超过国有部门，达５１．２％；截至

２０１７年，非国有部门已雇佣超过６３．３％的城镇就业人员，“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有机叠加，使得民营

经济部门最终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市场主体。
表６　中国经济的结构变迁（城市化发展，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代表年份 城镇就业人口占比（％） 农村就业人口占比（％） 城镇人口占比（％） 农村人口占比（％）

１９５２　 １２．０　 ８８．０　 １２．５　 ８７．５

１９５６　 １３．０　 ８７．０　 １４．６　 ８５．４

１９６１　 ２０．９　 ７９．１　 １９．３　 ８０．７

１９６６　 １８．０　 ８２．０　 １７．９　 ８２．１

１９７１　 １９．３　 ８０．７　 １７．３　 ８２．７

１９７６　 ２２．４　 ７７．６　 １７．４　 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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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中国经济的结构变迁（城市化发展，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代表年份 城镇就业人口占比（％） 农村就业人口占比（％） 城镇人口占比（％） 农村人口占比（％）

１９８１　 ２５．３　 ７４．７　 ２０．２　 ７９．８
１９８６　 ２５．９　 ７４．１　 ２４．５　 ７５．５
１９９１　 ２６．７　 ７３．３　 ２６．９　 ７３．１
１９９６　 ２８．９　 ７１．１　 ３０．５　 ６９．５
２００１　 ３２．８　 ６７．２　 ３７．７　 ６２．３
２００６　 ３７．１　 ６２．９　 ４４．３　 ５５．７
２０１１　 ４７．０　 ５３．０　 ５１．３　 ４８．７
２０１６　 ５３．４　 ４６．６　 ５７．４　 ４２．７

　　注：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表７　中国经济的结构变迁（市场经济发展，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

代表年份 国有单位占城镇
就业人员比例（％）

非国有单位占城镇
就业人员比例（％）

国有单位占全部
就业人员比例（％）

非国有单位占全部
就业人员比例（％）

１９７８　 １００　 ０　 ２３．６　 ７６．４
１９８２　 １００　 ０　 ２４．９　 ７５．１
１９８７　 ９９．５　 ０．５　 ２４．９　 ７５．１
１９９２　 ９８．１　 １．９　 ２１．９　 ７８．１
１９９７　 ９２．６　 ７．４　 １９．９　 ８０．１
２００２　 ７５．４　 ２４．６　 １１．２　 ８８．８
２００７　 ５９．４　 ４０．６　 ９．３　 ９０．７
２０１２　 ４８．８　 ５１．２　 ９．７　 ９０．３
２０１７　 ３６．７　 ６３．３　 ８．３　 ９１．７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是指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集体企业就业人员的总和。

五、经济发展从开放效应到学习效应

“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之所以能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开放效应、学习效应是两个重要的

影响渠道。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可以视作发展中

经济体向前沿技术水平追赶与收敛的一个过程。因此，“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的叠加，可以提高中国

经济对前沿技术国家的吸引力，从而为获取外生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吸收和技术扩散营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这将对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结构优化创造有利条件（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ｔ，２０１０；Ｌａｕ　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Ｓｃｈｏｔｔ　ａｎｄ　Ｗｅｉ，２０１３）。现有文献认为：贸易自由化、ＦＤＩ是影响

经济增长、ＴＦＰ提升的两个重要的外部渠道。这是因为，一方面，进出口贸易、ＦＤＩ能够推动中国企业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通过市场竞争形成技术扩散的正外溢效应（黄菁等，２００８；毛其淋、盛

斌，２０１２；傅元海等，２０１４；葛顺奇、罗伟，２０１５）；另一方面，对外开放能够加快高效率企业进入，低效率企

业退出，使中国经济整体ＴＦＰ提升（Ｂｒａｎｄｔ　ｅｒ．ａｌ，２０１２；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因此，“制度红利”与“人口

红利”的叠加所创造的开放效应，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新增长理论认为：随着发展中经济体与世界前沿技术水平的不断收敛，经济追赶造成外

生技术吸收的边际成本逐渐提高，而技术吸收的边际收益则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追赶的推进，

内生技术创新的边际成本趋于下降，而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逐渐提高。因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

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最优的追赶策略应该从技术模仿转向技术创新（Ｂｅｎｈａｂｉｂ　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考虑到中国人均ＧＤＰ已迈进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且“人口红利”已整体进入中后期（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中国应该进一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投入加快知识

生产，通过学习效应使“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得到延长。

（一）“隐士中国”转向“全球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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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图９～１１分别给出了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中国经济在对外贸易、ＦＤＩ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在此

基础上，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本文将中国与东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等其他主

要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关指标进行了跨国比较。从中，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表８　中国经济的进出口贸易情况（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代表年份 货物进出口
总额 货物出口 货物进口 服务进出口

总额 服务出口 服务进口 净出口

１９５２　 ５３　 ２２　 ３１ －８

１９５６　 ８６　 ４４　 ４２　 ２

１９６１　 ６６　 ３３　 ３２　 １

１９６６　 １０７　 ５５　 ５２　 ３

１９７１　 １１７　 ６４　 ５３　 １１

１９７６　 ２５７　 １３１　 １２６　 ５

１９８１　 ９７２　 ４８６　 ４８６　 ０

１９８６　 １８２４　 ７６４　 １０６０　 １５１　 ９６　 ５７ －２５６

１９９１　 ３８６５　 ２０４６　 １８１７　 ３９０　 ２７１　 １１７　 ３８３

１９９６　 ６５７２　 ３４２４　 ３１４７　 １１４７　 ６３５　 ５１２　 ３９９

２００１　 １１１０７　 ５７９９　 ５３０８　 １７０９　 ８５４　 ８５６　 ４８９

２００６　 ３０９９９　 １７０６２　 １３９３７　 ３５８９　 １８１４　 １７７５　 ３１６４

２０１１　 ３８７０６　 ２０１７６　 １８５３０　 ４７７１　 ２１３６　 ２６３４　 １１４９

２０１６　 ３７７０１　 ２１４５８　 １６２４４　 ６７６８　 ２１４３　 ４６２５　 ２７３２
　　注：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９　出口与ＦＤＩ净流入占ＧＤＰ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图１０　出口与ＦＤＩ净流入占ＧＤＰ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整理。东亚为不包括中国和高收入国家的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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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中国ＦＤＩ净流入占全世界比例的时序统计（１９８２－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边倒”的制度选择使中国经济的外部发展环境较为
孤立。从数据上看，１９５２－１９７０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从１９５２年的５３亿美元①增长到１９７０年
的１１２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４．２％）较同期ＧＤＰ增速（６．３％）低２．１个百分点。这一时期，进
出口占ＧＤＰ的比例从１９５２年的７％下降到１９７０年的４．９％，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升反降。之
所以造成外部发展环境较为孤立的情况，与当时中国“一边倒”的制度选择有较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初
期，由于意识形态、朝鲜战争等因素的制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施加压力以增加其困
难的态度。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政府只能全力获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采取“一边倒”具
有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进出口市场受到了较大制约，因此造成对外开放程度逐渐
下降。不仅于此，由于中苏两国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上的理解差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苏联全面停止
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对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造成了进一步挤压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出口市场
极难拓展，而且获得外部先进技术的可能性也十分有限。外部环境的孤立，使得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主要
采取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第二，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开放，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在这一时期，中国
经济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外生技术引进与资源配置优化（代谦、李唐，２００９；Ｂｒａｎｄｔ，Ｍａ　ａｎｄ　Ｒａｗｓｋｉ，

２０１４）。从数据上看，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１９７０年的１１２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４８９亿美元，进
出口年均增速（２０．３％）较同期ＧＤＰ增速（５．８％）高出１４．５个百分点。这一时期，进出口占ＧＤＰ比例
从１９７０年的４．９％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８％，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的历史峰值。这一时期，中国
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与外部环境得到改善有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尼克
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发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一时期，中国在以
“四三方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大规模技术引进方案的指导下，开始向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

瑞典、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所缺乏的关键性技术，主要涵盖化肥、化纤、石油化工产品大型成套生产设
备、综合采煤设备、电站设备和一米七轧机等机器设备③。在这次对外技术交流活动中，“四三方案”的
制订及其贯彻执行，再次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技术交流的大门。“四三方案”主要
引进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化肥、石油化工、冶金工业的发
展，为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
开放程度的增加，是在出口增长有限情况下，进口尤其是技术装备进口急剧扩大所导致的进出口贸易增
长，由此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国际贸易逆差。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国际贸易逆差从１９７０年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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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便于跨国比较，进出口贸易总额我们按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进行了调整。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１９５８－１９６５）》，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这些技术引进方案包括１９７２年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

告》《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以及１９７３年《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总进口金额约４３亿美元，因此简
称为“四三方案”。



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７亿美元，８年时间增长了１２．５倍。

第三，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在贯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下，“制度红利”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的对
外吸引力，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一方面，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①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８９亿美元增长
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１３３亿美元，进出口年均增速（１５．７％）较同期ＧＤＰ年均增速（９．７％）高出６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占ＧＤＰ的比例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８％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５％，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程度获得了全面提升。另一方面，从国际贸易结构上看，依托“人口红利”的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中
国经济的出口优势开始不断凸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例仅为１．１％，这不仅显著低于
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占比（２．６％），也显著低于拉美（５％）甚至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２．９％）。

依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沿海发展战略，“人口红利”优势得到充分释放，中
国出口的优势开始逐渐显现。１９９２年，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例就首次超过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
与东亚、拉美等世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也逐渐缩小。截至２０００年，中国出口占世界比例为

１．８％，而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上述指标分别为４．４％、１．６％和５．７％。

此外，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签订有关保护投资安全的协议，并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恢复合法代表权，加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我国引进外资规模逐渐扩大。

１９８２年，我国ＦＤＩ净流入占世界比例仅为０．８％，低于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３．７％）、撒哈拉以南非洲
（２．８％）和拉美地区（１３％）。自１９８５年起，中国的ＦＤＩ净流入超过了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并与拉美地区差距逐渐缩小。截至２０００年，中国ＦＤＩ净流入占世界比例为２．９％，而同年东
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地区的上述指标分别为０．４％、０．５％和５．４％。

第四，随着加入 ＷＴＯ对“制度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开放效应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作用充分加强，

并于近年来出现积极“再平衡”的新变化。一方面，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１３３亿美元增
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８０２９亿美元，年均增长８．４％，而同期中国ＧＤＰ总量则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６９４３亿美元增长
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２２３７７亿美元，年均增速９．３％；进出口贸易增速与ＧＤＰ增速保持相对平衡。这一时期，

中国进出口占ＧＤＰ比例呈现出先快速攀升，再积极回调的发展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中国进出口占

ＧＤＰ比例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５％提高到２００６年的７１．４％，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７０年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
的历史峰值。在此之后，随着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内需动能逐渐强劲，进出口贸易增速从

２００６年的７１．４％逐渐回调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９．２％。其中，出口占ＧＤＰ比例从２００６年的３８．９％下降到

２０１７年的２０．４％，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程度在全球居于中游水平②（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另一方面，从
国际贸易结构上看，依托“人口红利”优势与“中国制造”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经济的出口优势全面释
放。这一时期，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例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８％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２．６％，并于２０１５年达到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的历史峰值（１３．１％）。跨国分析表明，中国出口占世界比例自２００３年就超过东
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拉美地区，并且随时间推移“中国制造”的出口优势日益明显。例如，就２００３年
而言，中国、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地区的出口占世界比例分别为５．３％、４％、

１．６％和５．１％，中国较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拉美地区占比偏高３．７和０．２个百分点；到２０１７年，上
述国家和地区出口占世界比例分别为１２．６％、５．１％、１．８％和５．７％，中国较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拉
美地区占比偏高７．５和６．９个百分点。此外，加入 ＷＴＯ以后，中国已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的“新兴市
场”，ＦＤＩ净流入占世界比例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９％快速增长至２０１４年的１４．４％，不仅达到新中国成立７０
年以来中国引进外资的历史峰值，而且远超同期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３．３％）、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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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８２年开始，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包括了服务贸易数据统计。
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测算了全球最大３０个经济体的外贸依存度，结果发现中国在其中位居第２１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实际上在全

球仅位居中游水平。



（２．３％）和拉美地区（１０．８％）的相关指标。自２０１５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
“走出去”与ＯＦＤＩ的加快，中国ＦＤＩ从高位逐渐回调，但始终是全球最具外商投资吸引力的新兴市场。

截至２０１７年，中国ＦＤＩ净流入占世界比例为８．６％，而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
地区的相应指标分别为３．８％、１．３％和８．２％。

综上，通过对新中国７０年对外开放演进趋势的梳理，我们发现：由于“制度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有
效释放，中国逐渐从相对孤立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隐士”转变为了全球化发展的“优等生”，开放效应对过

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学习效应带来的自主创新
现有文献表明，随着“人口红利”从峰值向中后期转型，以及现有劳动力资源从低效率生产部门向高

效率生产部门转移的基本完成，“制度红利”已使得“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ＴＦＰ提升的拉动作用充
分释放（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在此基础上，经过４０年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经济通过开放效应对现

有劳动力资源的“挖潜”作用已经不大，人力资本与人均ＧＤＰ的线性拟合已逼近跨国回归的均值水平
（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在此阶段，中国经济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通过人力资本培
育、创新驱动加快知识生产，通过学习效应进一步延长“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

基于跨国比较，表９给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在人力资本、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上的统计结
果。从中，我们有如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第一，中国的人力资本、创新与技术进步已逼近或超过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现有水平。随着中国人均

ＧＤＰ达到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３８９６－１２０５５美元），中国在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等方面，也达到了与该
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标准。具体而言，在教育人力资本方面，２０１７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①达到了

５１％，仅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５２．１％）偏低１．１个百分点，而教育公共支出占 ＧＤＰ比例为
（４．１％），仅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４．３％）偏低０．２个百分点。在健康人力资本方面，２０１７年中

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７６．４岁，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７５．５岁）高出近１岁，而营养不良发生率中

国为８．７％，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略高１．３个百分点。此外，在创新与技术进步方面，２０１７年中
国每百万人中Ｒ＆Ｄ人员数量为１２０６人，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１２６７人）偏低４．８个百分点；

２０１７年中国研发强度为２．１％，已超过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１．７％）０．４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
是，在中高等收入国家群体中，“中国创新”的存量规模优势已十分明显。２０１７年，中高等收入国家接受

的知识产权服务费为７１亿美元，而中国就达到了４８亿美元，占中高等收入国家总量的６７．６％；同年，中

高等收入国家支付的知识产权服务费为５２８亿美元，中国这一指标为２８７亿美元，占中高等收入国家总
量的５４．４％。

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创新与技术进步与世界前沿水平的差距仍然巨大。我们发现，尽管按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年人均ＧＤＰ的年均增速（６．４％），中国人均ＧＤＰ预计将于２０２２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１２０５６
美元及以上），但中国人力资本、创新动能与高收入国家的相应标准仍相差甚远，与世界前沿水平则存在

更大差距。具体而言，在教育人力资本方面，２０１７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５１％）与高收入国家
（７７．１％）相差２６．１个百分点，与经济前沿水平的美国（８８．８％）更是相差３７．８个百分点。在教育公共

支出占ＧＤＰ比例方面，中国仅为４．１％，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是５．３％、美国与欧盟分别为５．２％和

５．１％。考虑到２０１７年中国ＧＤＰ存量水平已达到１２２３７７亿美元，教育质量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我国年均教育公共支出至少需增加１４６９亿美元。在健康人力资本方面，中国人均预期寿命（７６．４岁）

较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８０．５岁）偏低４．１岁，较美国（７８．５岁）、欧盟（８１岁）分别偏低２．１岁和４．６岁；

在营养不良发生率上，中国（８．７％）较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２．７％）高出２．２倍，也较美国（２．５％）、欧盟
（２．５％）高出２．５倍。在创新动能上，中国每百万人中Ｒ＆Ｄ人员数量（１２０６人）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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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标准，高等教育入学率是指在全部劳动适龄人口中，在高中毕业５年后人群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占比。



平（４０４２人）的２９．８％，世界技术前沿的美国（４３１３人）在相应指标上较中国高出２．６倍。在研发强度
上，中国（２．１％）与较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２．５％）相差０．４个百分点，研发效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
均水平，我国年均研发支出至少需增加４９０亿美元。

综上，通过对人力资本、创新动能的跨国比较，我们发现：作为一个中高等收入国家，中国现有的人
力资本存量、创新与技术进步水平已达到或接近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这表明，经过新中国成
立以来７０年的经济发展，前期释放的“制度红利”对“人口红利”的挖潜作用已经基本完成。考虑到“人
口红利”从峰值向中后期转型，以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创新动能与世界前沿水平的较大差距，为进一步
推动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加快人力资本积
累与创新投入增长，通过学习效应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改进空间。

表９　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２０１７年）

指标 中国 中高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美国 欧盟
Ｐａｎｅｌ　Ａ．人力资本

高等教育入学率（％） ５１　 ５２．１　 ７７．１　 ８８．８　 ６８．４
教育公共支出占ＧＤＰ比例（％） ４．１　 ４．３　 ５．３　 ５．２　 ５．１

预期寿命（岁） ７６．４　 ７５．５　 ８０．５　 ７８．５　 ８１．０
营养不良发生率（％） ８．７　 ７．３　 ２．７　 ２．５　 ２．５

Ｐａｎｅｌ　Ｂ．创新与技术进步
每百万人中Ｒ＆Ｄ人员数量（人） １２０６　 １２６７　 ４０４２　 ４３１３　 ３７４９
Ｒ＆Ｄ支出占ＧＤＰ比例（％） ２．１　 １．７　 ２．５　 ２．７　 ２．０
接受的知识产权服务费（亿美元） ４８　 ７１　 ３４５８　 １２８４　 １２９３
支付的知识产权服务费（亿美元） ２８７　 ５２８　 ３２４７　 ５１３　 １９１４

　　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六、结论

综合运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

据库等多种宏观数据，本文对新中国７０年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演化趋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研究。研

究发现，市场经济的“制度红利”与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红利”的叠加效应，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动

力机制。新中国７０年来，经济发展质量经过了多次起伏，总体呈现前３０年低位震荡、后４０年中高速增

长的发展特征，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是否能够有机地叠加在一起。由于未充分考

虑到比较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阶段的错误战略

选择，致使“制度红利”缺位，“人口红利”未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此同时，“一五”计划与国

民经济调整与恢复时期，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劳动力积极性的相对重视，则使“制度红利”促进“人口红

利”有效发挥，实现上述阶段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之所以能够持

续跃升，则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国企改革以及加入 ＷＴＯ等

一系列制度变革息息相关。正是“制度红利”的充分释放，中国一直以来拥有的“人口红利”潜能得到了

充分释放，并通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改善、对外开放的技术吸收等效应，实现了经济发展质量

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式进步。

本文的政策建议是：首先，为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一方面经济政策重心要尽快从产业政策转向

竞争中立政策，要通过打破市场垄断、保护知识产权、优化公共服务等手段，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

另一方面，要减少政府政策对于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通过校正补贴、税收优惠的偏移，使市场主体能够

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破除进入－退出壁垒，优化土地、金融、人才等关键性要素的市场配置。其次，为更

大程度发挥“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要进一步突破“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各类政策限制。一方面，要全

面放开生育限制，提高总和生育率；另一方面，要消除教育、社保、医疗等关键资源上的城乡二元差异，通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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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全面户籍改革减少人口配置扭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此外，面对逆全球化趋势，

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长期存在的现实，中国一定要坚持高水平开放的发展政策，使“制度红利”与“人口

红利”的叠加效应长期延续，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向高收入国家赢得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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